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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情绪失调的动态特征：情绪动力学的视角* 

吴朝毅  王  振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上海 200030) 

摘  要  抑郁症在 DSM-5 中界定的核心特征是持久的情绪紊乱, 如过度悲伤和急剧减少的愉悦情绪体验。近

年来, 情绪动力学强调: 抑郁症临床人群的情绪失调不局限于较高的消极情绪平均强度和较低的积极情绪平

均强度, 还表现为异常的情绪动态模式。本综述系统地纳入 18 篇采用生态瞬时评估探究日常生活中抑郁症临

床人群的情绪动态特征的文献, 结果表明: 1) 相比于健康对照组, 抑郁症患者消极情绪波动幅度更大, 表现

为更大的消极情绪变异性和消极情绪不稳定性。2) 抑郁症患者的情绪系统僵化且缺乏灵活性, 表现为更大的

消极情绪惯性和更密集的情绪网络。3) 抑郁症患者情绪反应性存在异常, 表现为经历积极事件后的心境点亮

效应, 经历消极事件后更大的消极情绪反应性。4) 患者情绪系统的复杂度下降, 表现为更低的情绪分化水平。

处于抑郁症缓解期的个体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情绪失调。本综述首次从情绪动力学的视角总结了抑郁症情绪

失调的特征, 这些情绪动态特征为抑郁症的个体化医疗和复发预防提供了潜在的、具有高生态效度的干预靶点。 

关键词  抑郁症, 情绪动力学, 情绪失调, 生态瞬时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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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抑郁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是以抑郁

心境和快感缺失为主要症状的精神障碍, 常伴有

躯体和认知方面的改变, 显著影响个体的社交或

职业功能(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

近年来, 抑郁症的患病率不断攀升。中国最新开

展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 抑郁症是最常见的心境

障碍, 终身患病率达到 3.4% (Huang et al., 2019)。

抑郁症具有较高的复发风险, 处于抑郁症缓解期

(Remitted Depression)的个体在 20 年内的累计复

发率达到 27.1% (Ten Have et al., 2018)。抑郁症不

仅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深重的痛苦, 而且给社会

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Herrman et al., 2022; 

Walker et al., 2015)。疾病、伤害和危险因素的全

球负担研究(Global Burden of Diseases, Injuries, 

and Risk Factors Study, GBD)的结果表明: 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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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主要的三种导致非致命性健康损失 (Non- 

Fatal Health Loss)的因素之一(James et al., 2018)。

因此, 抑郁症的识别、治疗和复发预防是一项全

球性的优先级事项, 需要心理健康从业者、科研

人员、政府部门等社会群体的共同参与和通力合

作(Herrman et al., 2022)。 

过去 20 年来, 情绪失调被公认为是抑郁症的

核心特征(Rottenberg, 2017)。情绪是对外界事件或

内部心理表征的源自多个系统的反应(Multisystem 

Response), 这些反应表现为主观体验、行为和中

央或外周生理上的协调变化(Gross & Thompson, 

2007)。抑郁症患者通常表现出持续性的抑郁心境

和 快 感 缺 乏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基于人格的特质模型, 过去的研究主要从

情绪的整体强度出发探索抑郁症情绪失调的特征

(Watson, Clark & Carey, 1988)。人格的特质模型将

情绪体验视为静态的、稳定的人格特质, 将情绪

划分为积极情绪性(Positive Emotionality)和消极

情绪性(Negative Emotionality), 旨在反映个体体

验积极情绪或消极情绪的倾向(Carver et al., 2000; 

Watson, Clark & Tellegen, 1988; Watson & Tellegen, 

1985)。这种情绪的静态视角强调了情绪响应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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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而开启或关闭的单调状态, 或者将情绪视为

反映个体情绪体验的整体水平的特质(Houben et al., 

2015)。基于情绪的静态视角的研究结果表明: 积

极情绪体验通常会促进心理健康 (Fredrickson & 

Joiner, 2002), 而过度的消极情绪体验则与不良的

身心健康状态和精神病理学症状相关 (Watson, 

Clark & Carey, 1988; Watson, Clark & Tellegen, 

1988)。抑郁症患者(相比于健康对照组)体验到的

消极情绪平均强度更大, 积极情绪平均强度更小

(Watson, Clark & Carey, 1988)。 

然而, 情绪的人格特质模型在解释抑郁症情

绪失调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现实生活中个体的

情绪体验并非恒定不变, 而是伴随着复杂的社会

情境不断动态波动。情绪的社会动态学模型认为: 

情绪源于持续的社交和人际互动, 个体在社会关

系中不断地产生、塑造和改变情绪状态(Mesquita 

& Boiger, 2014)。情绪的评估模型认为: 情绪是个

体对外部刺激的评估所引发的心理反应 (Moors, 

2014)。情绪的进化解释认为: 情绪是在自然选择

过程中被塑造的心理过程, 旨在帮助个体适应特

定的环境威胁或机遇(Tracy, 2014)。这些理论都表

明: 情绪不是孤立、自发产生的, 而是由社交互

动、个体评估过程和外界环境等多种因素共同影

响的动态过程。基于情绪的动态视角, 情绪动力

学(Emotion Dynamics)理论应运而生。情绪动力学

将情绪的时间维度和波动性视为情绪的本质特征, 

旨在探究微观层面(Micro-Level)的情绪波动模式

对宏观层面(Macro-Level)的心理健康和精神病理

学症状的影响机制(Houben et al., 2015; Kuppens 

& Verduyn, 2015, 2017; McKone & Silk, 2022; 

Trull et al., 2015; Wichers et al., 2015)。精神病理

学的动态模型强调: 微观层面上, 随时间不断波

动的瞬时体验和行为模式之间持续的动态交互过

程可能是导致抑郁症等精神障碍产生和发展的最

小 构 建 模 块 (B. Nelson et al., 2017; Wichers, 

2014)。总体而言, 情绪动力学的视角提供了特质

性的整体情绪强度之外抑郁症情绪失调的动态信

息, 这些信息与抑郁症的产生、发展和维持密不

可分。下文将详细介绍情绪动力学的理念、指标

和方法。 

1.1  情绪动力学的理念 

情绪动力学主要探讨情绪或情绪的子成分 , 

包括情绪的经验、生理或行为成分, 随时间波动

的轨迹、模式和规律, 以及情绪波动的潜在过程

和影响(Kuppens & Verduyn, 2015)。情绪动力学认

为要全面理解情绪的本质、成因和影响, 必须明

确地考虑到情绪的时间维度(Kuppens & Verduyn, 

2017)。 

情绪动力学的核心原则包括 : 权变原则

(Principle of Contingency)、惯性原则(Principle of 

Inertia)、调节原则(Principle of Regulation)和交互

原则(Principle of Interaction) (Kuppens & Verduyn, 

2017)。权变原则表示: 情绪并非自发产生, 而是

伴随内部心理表征或外部事件的变化(通常是社

交环境 ), 以及对这些事件的评价和建构而产生

(Kuppens & Verduyn, 2017)。此外, 情绪本质上受

到惯性原则和调节原则两种相互对峙的力量所调

控, 一方面, 情绪表现出对情绪改变的内在阻力, 

表现为情绪从一个时刻延续到下一个时刻的普遍

趋势; 另一方面 , 情绪会不断地被调控 , 以最大

限度地适应当前的情境 (Kuppens & Verduyn, 

2017)。最后, 交互原则表示: 整体的情绪体验或

情绪的子成分(如情绪的经验、生理或行为成分)

之间不断地相互作用, 相互增强或削弱, 创造出

一个同步发展、交互作用的系统(Kuppens & Verduyn, 

2017)。综上所述, 情绪动力学认为: 情绪的波动

源于惯性原则和调节原则之间的平衡, 不同类型

的情绪波动之间的相互作用, 以及情绪自身的各

种成分之间的交互作用 (Kuppens & Verduyn, 

2017)。个体之所以发展出非适应性的情绪功能, 

是因为其情绪动态特征超出了权变原则、惯性原

则、调节原则或交互原则所规定的正常边界

(Carver, 2015; Kuppens & Verduyn, 2017)。 

1.2  情绪动力指标 

基于情绪动力学的核心原则, 常见的情绪动

力指标包括情绪均值、情绪变异性、情绪不稳定

性、情绪惯性、情绪反应性、情绪网络密度和情

绪分化。表 1 总结了情绪动力指标的含义和计算

方式。 

情绪均值 ( E m o t i o n  M e an )和情绪变异性

(Emotion Variability)是描述情绪的时间序列数据

时最简约和实用的指标。情绪均值反映了个体特

质性的整体情绪强度(Watson & Tellegen, 1985), 

计算指标是个体内水平多次情绪观测值的均值。

情绪变异性指个体在一段时间内情绪体验的整体

变化幅度, 计算指标是个体内水平多次情绪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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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常见的情绪动力指标的含义和计算方式 

情绪动态特征 定义 数学表达式/统计模型参数 
时间 

依赖性 
参考文献 

1. 情绪均值 
(Mean) 

个体在一段时间内

情绪的平均强度 

个体内水平所有情绪观测值的均值。 

,
1

1 iN

i i j
ji

M x
N 

   

无 (Watson, Clark 
& Tellegen, 
1988; Watson & 
Tellegen, 1985)

2. 情绪变异性 
(Variability) 

个体在一段时间内

情绪体验的整体变

化幅度 

一段时间内所有情绪观测值的个体内标准差。 

2( )

1
iX X

SD
n





  

无 (Jahng et al., 
2008) 

3. 情绪不稳定性 
(Instability) 

个体在连续 2 个时

间点之间的情绪波

动幅度或情绪剧变

概率 

MSSD: 连续 2 个时间点的情绪观测值 Xi 和 Xi+1 的平方差

的均值(部分研究采用 RMSSD, 即将 MSSD 开平方根)。

1
2

1
1

1
( )

1

N

i i
i

MSSD x x
N






 
   

有 (Jahng et al., 
2008) 

PAC: 连续 2 个时间点的情绪观测值的差值超过情绪剧变

的截断值(Acute Cutoff, AC)的概率。AC 通常设定为样本

第 90 百分位数等。 

1

1
1

1

1

N

i
i

PAC AC
N







   

4. 相对变异指数 
(Relative 
Variability Index) 

控 制 和 修 正 变 异

性、不稳定性指标

和均值之间的统计

依赖关系 

将原来的变异性、不稳定性统计量 Vi 除以个体 i 给定均

值 Mi 后的最大可能的变异性 max (Vi | Mi)。修正后的指标

常用 SD*、MSSD*表示。 

*

max( )
i

i
i i

V
V

V M


∣
 

SD*无 

MSSD* 
有 

(Mestdagh et 
al., 2018) 

5. 情绪惯性 
(Inertia) 

个体当前的情绪状

态多大程度上可以

被之前的情绪状态

所预测 

多水平模型中情绪的自回归系数。例如, 消极情绪惯性是

个体内水平 t−1 时间测的 NA (w)
 t−1 预测 t 时间测的 NA (w)

t

的回归系数 NN。 
 

 

有 (Hamaker et al., 
2018; Jahng  
et al., 2008; 
Kuppens et al., 
2010) 

6. 情绪反应性 
(Reactivity) 

个体响应外部事件

所产生的情绪变化 

多水平模型中上个时间点的情绪事件预测当下情绪的回

归系数。对消极事件的消极情绪反应性为个体内水平 t 时

间测的上个时间点的 NE (w)
t (条目描述是“从上次测量到

现在的情绪事件”, 条目本身具有时间滞后性)预测 t 时间

测的当下的 NA (w)
t 的回归系数 βNE。 

 

有 (Booij et al., 
2018; Grosse 
Rueschkamp 
et al., 2020; 
Sperry & 
Kwapil,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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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情绪动态特征 定义 数学表达式/统计模型参数 
时间 

依赖性 
参考文献 

7. 情绪网络密度 
(Network Density) 

个体当下的特定情

绪如何受上个时间

点各种情绪的影响 

通过网络分析建立一系列多水平 VAR 模型, 模型中 t 时间

的特定情绪被 t−1 时间点的所有情绪(包括特定情绪自身)

所预测。计算该个体所有回归系数的绝对值的均值。 

 

有 (Bringmann et 
al., 2016; Pe et 
al., 2015; Shin 
et al., 2022) 

8. 情绪分化 
(Differentiation) 

个体区别多种离散

情绪的能力 

通过 ICC 计算相同效价下多种情绪之间的组内相关系数, 

ICC 越小代表情绪分化水平越高。 

无 (Kashdan & 
Farmer, 2014; 
Seah & 
Coifman, 2022; 
Thompson, Liu, 
et al., 2021) 

注: 时间依赖性一栏指的是该指标是否考虑到情绪在连续 2 个时间点之间的时间上的滞后关系。缩写词: ICC = Intra-Class 
Correlation, M = Mean, MSSD = Mean Squared Successive Difference, NA = Negative Affect, NE = Negative Event, PA = Positive 
Affect, PAC = Probability of Acute Change, RMSSD = Root Mean Squared Successive Difference, SD = Standard Deviation, V = 
Relative Variability Index, VAR = Vector Auto-Regressive Matrix。 

 

值的标准偏差(Standard Deviation, SD) (Jahng et al., 

2008)。情绪变异性更大的个体整体的情绪波动幅

度更大, 倾向于体验到更极端的情绪体验。 

情绪不稳定性(Emotion Instability)反映了个

体在连续 2 个时间点之间的情绪波动的剧烈程度

(Jahng et al., 2008)。与情绪变异性不同, 情绪不稳

定性不仅考虑了情绪体验的个体内变化, 还考虑

了时间依赖性(Temporal Dependency), 即该指标

进一步反映了连续 2 个时间点之间的情绪波动模

式(Thompson et al., 2011)。情绪不稳定性的常见计

算指标是相邻差均方值 (Mean-Square Successive 

Difference, MSSD)和剧烈变化概率(Probability of 

Acute Change, PAC)。MSSD 指标通过计算连续 2

个时间点的情绪观测值的平方差的均值获得, 反

映个体从一个时间点到下一个时间点的情绪改变

的剧烈程度(Jahng et al., 2008)。PAC 指标则通过

计算连续 2 个时间点的情绪差值超过情绪剧变截

断值(Acute Cutoff, AC)的概率获得, 主要反映个

体在连续 2 个时间点之间体验到情绪剧变的可能

性(Jahng et al., 2008)。 

情绪惯性(Emotion Inertia)反映了个体当前的

情绪状态多大程度上受到之前的情绪体验的影

响。情绪惯性的计算指标是个体内水平连续 2 个

时间点的情绪观测值之间的自相关或自回归系数

(Hamaker et al., 2018; Jahng et al., 2008)。个体的

情绪惯性越高, 情绪体验越具有自我预测性和随

时间的滞后性。这可能意味着个体难以根据内部

或外部的情境需求灵活地进行心理调控, 而是更

倾向于受到上个时间点的情绪状态的影响(Jahng 

et al., 2008; Kuppens et al., 2010)。 

情绪网络密度 (Emotion Network Density)反

映了情绪网络节点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模式。与

情绪惯性相似, 情绪网络密度反映了情绪僵化程

度 (Emotional Rigidity), 情绪僵化程度大的个体

更倾向于将情绪状态从当下延续到下个时间点 , 

并表现出对情绪调控的抵制性(Lydon-Staley et al., 

2019)。不同的是, 基于网络理论(Network Theory), 

情绪的网络模型认为情绪系统是由多个情绪节点

在时间上的相互关系组成的(Borsboom, 2017), 摒

弃了将情绪视为由多种离散情绪负载于积极和消

极情绪这两个高阶因子的观点(Watson, Clark & 

Tellegen, 1988)。情绪网络密度通过计算情绪网络

中特定情绪节点被上一时间点所有情绪节点所预

测的回归系数的绝对值的均值而获得(Bringmann 

et al., 2016; Pe et al., 2015)。情绪网络密度更大的

个体更容易被上个时间点的各种情绪所影响, 而

难以被内部的情绪调节努力和外部的环境需求所

调控, 进而导致更差的情绪适应性(Bringmann et al., 

2016; Pe et al., 2015)。 

情绪反应性(Emotion Reactivity)指个体响应

外部事件所产生的瞬时情绪变化(Sliwinski et al., 

2009)。具体而言, 当外界的事件发生时, 个体积

极情绪或消极情绪的反应的剧烈程度即为情绪反

应性(Myin-Germeys et al., 2003)。情绪反应性的计

算指标是个体内水平之前发生的情绪性事件或应

激源预测当下情绪观测值的回归系数, 更大的情

绪反应性表明个体在经历事件后体验到更强烈的

情绪变化(Sperry & Kwapil,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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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分化 (Emotion Differentiation)是反映情

绪复杂度(Emotional Complexity)的常见指标, 指

个体将感知到的丰富的情绪体验划分为离散的情

绪类别的细致程度(Barrett et al., 2001)。日常生活

的情境信息是复杂、多维的, 个体往往体验到多

种离散情绪。情绪分化水平高的个体的情绪反应

更具有特异性和差异性, 能更好地校准对特定情

境需求的行为反应(Barrett et al., 2001)。情绪分化

的计算指标是同种效价下各种离散情绪观测值的

组内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ICC)。ICC

越大表明个体的情绪分化水平更低, 个体更倾向

于采用单维的、笼统的感受(例如: 好、坏)来处理

情绪, 而无法区别离散情绪之间的细致差别(例如: 

内疚、愤怒) (Demiralp et al., 2012; Thompson, Liu, 

et al., 2021)。 

1.3  情绪动力学的方法: 生态瞬时评估 

为了捕捉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情绪波动模式, 

情绪动力学领域的研究通常采用生态瞬时评估

(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 EMA)进行数

据收集。EMA 收集了日常生活情境下个体在不同

时间点的多次心理状态观测值, 在探索心理活动

的个体内过程(Within-Individual Processes)上具有

方法学优势(Trull & Ebner-Priemer, 2020)。传统的

横断面回溯性问卷假定了个体可以准确地提取早

期的信息, 不会受到记忆歪曲的影响。但是, 峰值

−结束规则 (Peak-End Rule)和心境一致性回忆

(Mood-Congruent Recall)等认知启发式表明 : 个

体会根据信念或当下的心境来自我建构对过去信

息的记忆(Mestdagh & Dejonckheere, 2021)。此外, 

实验室研究虽然在分离和操纵情绪刺激、检验因

果理论假设上具有优势, 但是生态效度不佳, 无

法精确地反映现实生活中丰富、复杂、具有偶然

性和个人意义的情绪体验。近年来, 随着智能手

机等便携式设备的发展, 越来越多研究者强调采

用 EMA 探索抑郁症临床人群在日常生活情境下

情绪、认知和生理过程的动态交互作用(Colombo 

et al., 2019; Girolamo et al., 2020; Myin-Germeys 

et al., 2018)。相比于回溯性问卷和实验室研究, 

EMA 在反映抑郁症患者的情绪波动模式上具有

三大优势。一是 EMA 测量情境在现实生活中, 而

非实验室或诊所中, 具有较高的生态效度。二是

EMA 对当下的心理和行为反应直接施测, 能有效

减少回溯性偏差。三是 EMA 收集的密集型纵向

数据(Intensive Longitudinal Data)有助于反映患者

心理状态的波动轨迹和动态特征, 有助于探究微

观的情绪波动模式和宏观的精神病理学症状的关

系(Mofsen et al., 2019)。 

1.4  综述目的 

综上所述, 情绪动力指标可以在情绪平均强

度之外提供抑郁症临床人群情绪失调的动态信息, 

在精神病理学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Wichers 

et al., 2015)。此外, 相比于横断面回溯性问卷和实

验室研究, 生态瞬时评估研究可以在日常生活情

境下测量抑郁症临床人群的情绪波动模式, 得到

的结果具有更高的生态效度。鉴于以上的方法学

优势, 采用情绪动力学的视角阐明抑郁症情绪失

调的动态特征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该领域的研究不仅可以完善对抑郁症情绪紊乱的

病理学机制的理论构建, 还有助于更全面地识别

与抑郁症患者情绪失调相对应的潜在干预靶点。 

然而, 目前情绪动力学的理论框架和实证研

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该领域的综述或元分析数量

较少, 且主要着眼于非临床样本或普通人群中情

绪 动 力 指 标 和 精 神 病 理 学 症 状 之 间 的 关 系

(Dejonckheere et al., 2019; Houben et al., 2015; 

Reitsema et al., 2022; Trull et al., 2015)。据笔者所

知, 目前尚未有综述系统地总结抑郁症临床人群

情绪失调的动态特征。在其他精神障碍临床人群

中, 也仅有 1 篇系统综述探讨了神经性厌食症患

者的情绪动态特征和情绪调节的特点 (Wayda- 

Zalewska et al., 2022)。近年来, 越来越多 EMA 实

证研究采用不同的情绪动力指标阐释了抑郁症临

床人群情绪失调的特定表现, 但目前尚未有综述

系统地进行归纳和总结, 这不利于对抑郁症临床

人群的情绪动态特征形成系统的、全面的认识。

因此, 本综述着眼于日常生活情境下抑郁症临床

人群异常的情绪波动模式, 旨在从情绪动力学的

视角阐明抑郁症临床人群情绪失调的动态特征 , 

从而为针对抑郁症情绪失调的干预提供潜在的、

具有高生态效度的干预靶点。 

2  方法 

2.1  文献检索 

本综述的文献检索部分主要由第一作者开展, 

其他作者负责对该过程进行审阅。文献检索过程

参考 Waffenschmidt 等(2019)关于系统综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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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文章的建议, 以确保文献检索过程的严谨性和

科学性。首先 , 本综述系统地检索了 Web of 

Science、PubMed、Scopus 和 PsycInfo 数据库。

检索的词条包括四大部分: 第一, 限定研究对象

为抑郁症 , 检索词条为 depressive disorder OR 

depression OR MDD。第二, 限定研究内容为情绪

动力学或情绪动力指标 , 检索词条为 emotion 

dynamics OR affect dynamics OR variability OR 

instability OR inertia OR reactivity OR network 

density OR differentiation OR bipolarity OR 

biodiversity OR predictability。第三, 限定研究方

法为生态瞬时评估等密集追踪方法, 检索词条为

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 OR ambulatory 

assessment OR 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 OR 

daily diary。第四, 限定文献的发表时间在 2013

年 1 月 1 日到 2023 年 1 月 1 日。该检索时间范围

与生态瞬时评估领域开始广泛使用智能手机等移

动设备施测的时间段相吻合, 有助于确保检索的

文献在数据收集方法、统计分析上的标准和统一。

此外, 通过谷歌学术等其他渠道进行手动检索。

最终, 通过检索数据库共获得文献 605 篇, 通过

手动检索获得文献 3 篇, 初步共获得 608 篇文献。

删除重复文献后, 共获得 502 篇文献。 

2.2  文献筛选与纳入 

本综述的准入标准包括: 1) 研究对象包括被

精神科医生诊断为抑郁症的临床人群, 包括目前

患有抑郁症的患者或处于抑郁症缓解期的个体。

处于抑郁症缓解期的个体指过去曾被临床诊断为

抑郁症 , 但是实验期间已没有明显的抑郁症状 , 

当前没有达到抑郁发作诊断标准的个体。2) 研究

中设置了健康个体或其他精神障碍患者作为对照

组。3)研究内容涉及情绪动力指标。4) 采用 EMA

的研究方法。排除标准包括: 1) 撰写语言不是中

文或英文。2) 无法获得全文。3) 不是实证研究, 

如病例报告、专利、综述或元分析等。通过阅读

题目和摘要后初筛获得 36 篇文献。通过精读文献, 

并根据准入和排除标准, 本综述最终纳入 18 篇文

献。图 1 展示了文献检索、筛选和纳入的详细过

程 , 该过程遵循 PRISMA 标准 (Moher et al., 

2009)。 

2.3  质量评估 

参照 Mokkink 等(2010)和 Schick 等(2023)的

质量评估方法, 本综述对 EMA 的质量进行初步

判断。总体而言, 本综述纳入的 18 篇 EMA 研究

在依从性(Compliance)、信度(Reliability)和效度

(Validity)上表现较好。EMA 质量评估的具体内容

见网络版附录表 1。首先, 有 15 篇文献(83%)报告

了 EMA 阶段问卷测量的依从性。纳入综述的文

献报告的参与者依从性较高, 有一半以上的研究

的问卷填写依从率超过 80%。其次, 有 13 篇文献

(72%)报告了 EMA 情绪条目的信度, 最常见的信

度指标是 Cronbach’s α 系数。与 Schick 等(2023)

的综述的质量评估结果不同, 本综述纳入的许多

研究开始着眼于密集型纵向数据的多层嵌套结构 ,  
 

 
 

图 1  文献检索、筛选和纳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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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体间水平和个体内水平分别探究 EMA 测量

条目的多水平信度(Crowe et al., 2019; Heininga et al., 

2019; Khazanov et al., 2019; Köhling et al., 2016; 

Minaeva et al., 2021; Schricker et al., 2022; Sheets 

& Armey, 2020)。最后, 所有研究(100%)都报告了

EMA 测量条目的效度, 最常见的效度指标是效标

效度和结构效度。大多数研究通过不同组别情绪

体验的个体差异来评估 EMA 条目在测量情绪体

验上的效标效度。部分研究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

(J. Nelson et al., 2020)、主成分分析(van Winkel et al., 

2015)、多水平探索性因素分析(Crowe et al., 2019)

等统计分析方法评估 EMA 条目的结构效度。 

3  结果 

本综述系统地纳入了 18 篇采用 EMA 探究抑

郁症临床人群和健康对照组(或其他精神障碍患

者)在情绪动态特征上的差异的文献。表 2 总结了

这些文献中与 EMA 相关的研究设计和研究结果。 

首先, 从被试群体上看, 这些文献的被试群

体不仅包括抑郁症患者, 还有 8 篇文献涵盖了处

于抑郁症缓解期的个体(Lamers et al., 2018; Minaeva 

et al., 2021; Schoevers et al., 2021; Schricker et al., 

2022; Sheets & Armey, 2020; Thompson, Bailen, & 

English, 2021; Thompson, Liu, et al., 2021; van 

Winkel et al., 2015)。但是, 由于针对处于抑郁症

缓解期的研究数量较少, 研究者需要比较谨慎地

看待本综述中关于抑郁症缓解期情绪失调的结

果。其次, 这些研究的 EMA 测量方案存在差异。

EMA 阶段每天施测次数介于 4 次到 10 次, 持续

时间介于 3 天到 28 天, 测量情绪的条目也存在一

些差异。最后, 从研究主题上看, 绝大多数文献

(16 篇)探讨了抑郁症临床人群和健康对照组在特

定情绪动力指标上的差异。有 2 篇文献分别比较

了有无共病边缘性人格障碍(Köhling et al., 2016)、

广泛性焦虑障碍(Khazanov et al., 2019)的抑郁症

患者在情绪动态特征上的差异。有 1 篇文献比较

了抑郁症患者与双相障碍 I 型、双相障碍 II 型、

焦虑障碍患者(相比于健康对照组)在情绪动态特

征上的差异(Lamers et al., 2018)。鉴于大多数研究

设置了健康对照组, 本综述的结果部分主要比较

抑郁症临床人群和健康对照组在各种情绪动力指

标上的差异, 并总结出以下抑郁症临床人群情绪

失调的特征。 

3.1  抑郁症患者消极情绪平均强度更大、积极情

绪平均强度更小 

纳入的 EMA 研究在抑郁症患者情绪均值上

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首先, 相比于健康对照组, 

抑郁症患者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更大的消极情绪

均值(Lamers et al., 2018; J. Nelson et al., 2020; 

Schoevers et al., 2021; Thompson, Liu, et al., 2021; 

Thompson, Bailen, & English, 2021)。此外, 处于抑

郁症缓解期的个体在消极情绪均值上仍表现出一

定程度的情绪失调。相比于健康对照组, 处于抑

郁症缓解期的个体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更大的消

极情绪平均强度 (Thompson, Bailen, & English, 

2021; Thompson, Liu, et al., 2021)。但是处于缓解

期的个体情绪失调的程度小于抑郁症患者, 具体

表现为: 处于抑郁症缓解期的个体的消极情绪均

值显著地小于抑郁症患者(Schoevers et al., 2021; 

Thompson, Bailen, & English, 2021; Thompson, 

Liu, et al., 2021)。 

其次, 相比于健康对照组, 抑郁症患者在日

常生活中体验到更小的积极情绪均值(Heininga et al., 

2019; J. Nelson et al., 2020; Schoevers et al., 2021; 

Thompson, Liu, et al., 2021; Thompson, Bailen, & 

English, 2021)。抑郁症患者积极情绪的失调主要

表现在积极情绪均值上。Heininga 等(2019)比较了

伴有快感缺失的抑郁症患者和健康对照组在各种

积极情绪动力指标上的差异, 结果表明: 伴有快

感缺失的抑郁症患者体验到的积极情绪均值更低, 

而积极情绪的变异性、不稳定性和反应性等指标

和健康对照组没有显著差异。处于抑郁症缓解期

的个体在积极情绪均值上的情绪失调的结果则不

太一致。部分研究表明: 处于抑郁症缓解期的个

体和健康对照组的积极情绪均值没有显著差异 , 

这两个组别的积极情绪均值都显著大于抑郁症患

者(Thompson, Bailen, & English, 2021; Thompson, 

Liu, et al., 2021)。然而, Schoevers 等(2021)的研究

表明: 相比于健康对照组, 处于抑郁症或焦虑障

碍缓解期的个体的积极情绪均值更小。鉴于相关

研究数量较少, 未来需要更多研究探究处于抑郁

症缓解期的个体在积极情绪上的情绪失调。 

总而言之 , 与横断面研究结果一致 (Watson, 

Clark & Carey, 1988), EMA 研究结果表明: 抑郁

症患者 (相比于健康对照组) 在日常生活中体验

到更大的消极情绪均值, 更小的积极情绪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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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 研究结果进一步佐证了 DSM-5 中界定的抑

郁症患者悲伤、空虚、或是易激惹的心境状态, 以

及 快 感 缺 失 等 核 心 症 状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 

3.2  抑郁症患者消极情绪波动幅度更大 

3.2.1  更大的消极情绪变异性 

EMA 研究中关于抑郁症患者消极情绪变异

性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 抑郁症患者(相比于健康

对照组)表现出更大的消极情绪变异性(Crowe et al., 

2019; Lamers et al., 2018; J. Nelson et al., 2020; 

Schoevers et al., 2021; Thompson, Bailen, & 

English, 2021)。在控制情绪均值之后, 消极情绪

变异性的组间差异依旧显著(J. Nelson et al., 2020; 

Thompson, Bailen, & English, 2021)。这表明抑郁

症患者消极情绪波动的整体幅度比健康对照组更

大, 且这种差异不能用情绪均值来解释。值得注

意的是, 高消极情绪变异性并非是抑郁症特异于

其他精神障碍的情绪动态特征, 具有双相障碍Ⅰ

型、双相障碍Ⅱ型和焦虑障碍终身诊断的患者(相

对于健康对照组)也表现出了更大的消极情绪变

异性(Lamers et al., 2018)。此外, 研究表明: 处于

抑郁症缓解期的个体也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消极

情绪失调, 但情绪失调程度小于目前患有抑郁症

的患者(Schoevers et al., 2021; Thompson, Bailen, 

& English, 2021)。具体来说, 处于抑郁症缓解期

的个体的消极情绪变异性仍大于健康对照组, 表

现出更大的消极情绪波动幅度, 但是波动的幅度

小于抑郁症患者(Schoevers et al., 2021; Thompson, 

Bailen, & English, 2021)。 

总体而言, EMA 的研究结果表明: 抑郁症患

者(相比于健康对照组)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的整

体的消极情绪波动幅度更大。该结果与针对非临

床样本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 针对非临床样本的

EMA 研究表明: 个体的消极情绪变异性越大, 当

下的抑郁症状越严重(Houben et al., 2015; Jenkins 

et al., 2020; Sperry et al., 2020)。 

3.2.2  更大的消极情绪不稳定性 

EMA 研究得到的抑郁症患者消极情绪不稳

定性的结果较为一致, 抑郁症患者(相比于健康对

照组)表现出更大的消极情绪不稳定性(Crowe et al., 

2019; Lamers et al., 2018; J. Nelson et al., 2020; 

Schoevers et al., 2021)。Schoevers 等(2021)的研究

结果表明: 抑郁症或焦虑障碍患者的情绪不稳定

性(RMSSD)最大, 其次是处于缓解期的个体, 健

康对照组情绪不稳定性最小。考虑到情绪不稳定

性(RMSSD)和情绪均值之间存在数学运算和概念

上的重叠, 研究者额外采用相对变异指标(RMSSD*)

控制了情绪均值对情绪不稳定性(RMSSD)可解释

性的影响, 结果表明: 三个组别情绪不稳定性的

组间差异仍然存在, 从而证明了研究结果的稳健

性(Schoevers et al., 2021)。值得注意的是, 更大的

消极情绪不稳定性可能并非是抑郁症的特异性症

状, 而是心境障碍和焦虑障碍情绪失调的普遍性

特征。Lamers 等(2018)的研究表明: 具有抑郁症、

双相障碍和焦虑障碍终身诊断的患者在悲伤和焦

虑情绪上的不稳定性都显著大于健康对照组。 

尽管大多数研究表明抑郁症患者(相比于健

康对照组)在连续 2 个时间点的消极情绪变化的幅

度更剧烈, 但是 J. Nelson 等(2020)认为抑郁症患

者和健康对照组在消极情绪不稳定性上的差异可

能源于消极情绪变异性。换言之, 抑郁症患者更

大的消极情绪波动可能源于整体上更大的情绪波

动幅度, 而与时间依赖性无关。该研究表明: 控制

情绪变异性的效应后, 抑郁症患者和健康对照组

的组间差异不再显著。考虑到情绪不稳定性

(MSSD)和情绪变异性 (SD)之间存在极高的相关 

(r = 0.83, 95% CI [0.75, 0.89]), J. Nelson 等(2020)

认为情绪不稳定性和情绪变异性存在概念和数学

运算上的冗余, 抑郁症在情绪不稳定性上的异常

可能被情绪变异性所解释。未来的研究需要从方

法学层面进一步完善情绪动力指标, 探究不同情

绪动力指标与心理健康、精神病理学之间的独特

关系, 从而提高情绪动力指标在理论层面的可解

释 性 (Dejonckheere et al., 2019; Wendt et al., 

2020)。 

总体而言, EMA 的结果表明: 抑郁症患者(相

比于健康对照组)在日常生活中连续 2 个时间点之

间的消极情绪的瞬时变化更剧烈。该结果与针对

非临床样本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 针对非临床样

本的 EMA 研究表明: 消极情绪不稳定性和基线

的抑郁症状严重程度之间存在正相关(Houben et al., 

2015; Sperry et al., 2020)。 

3.3  抑郁症患者情绪系统僵化且缺乏灵活性 

3.3.1  更大的消极情绪惯性 

大部分 EMA 研究表明: 日常生活中抑郁症

患者(相比于健康对照组)表现出更大的消极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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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性, 消极情绪更容易延续到下个时刻, 从而导

致心境持续恶化(Minaeva et al., 2021; J. Nelson et al., 

2020; Schoevers et al., 2021)。Minaeva 等(2021)的

研究首次将传统的情绪惯性的概念拓展到隔夜情

绪惯性(Overnight Emotion Inertia)上, 揭示了抑郁

症患者隔夜消极情绪惯性与睡眠之间的关系。该

研究的结果表明: 相比于健康对照组, 抑郁症患

者隔夜消极情绪惯性更大, 具体而言, 抑郁症患

者前一天睡前的消极情绪会显著增加第二天早上

的消极情绪。并且, 更大的隔夜消极情绪惯性与

抑郁症患者、处于抑郁症缓解期的个体更短的睡

眠时间有关, 与抑郁症患者更差的睡眠质量有关

(Minaeva et al., 2021)。此外, 处于抑郁症缓解期

的个体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消极情绪惯性的失

调。相比于健康对照组, 处于抑郁症缓解期的个

体的消极情绪惯性更大 (Minaeva et al., 2021; 

Schoevers et al., 2021), 但小于抑郁症患者的消极

情绪惯性(Schoevers et al., 2021)。 

然而, 部分研究没有发现抑郁症患者和健康

对照组在消极情绪惯性上的组间差异(Lamers et al., 

2018; Thompson, Bailen, & English, 2021)。研究结

果的不一致可能源于不同的 EMA 测量方案。EMA

测量方案的测量频率越少、测量时间间隔越长 , 

能够捕捉的情绪信息的时间分辨率就更低, 难以

捕获情绪惯性等具有时间依赖性的情绪动态特

征。Lamers 等(2018)的研究的 EMA 方案每天测量

4 次, Thompson, Bailen 和 English 等(2021)的研究

的 EMA 方案每天测量 5 次。相比而言, J. Nelson

等(2020)和 Minaeva 等(2021)的研究采用了更高频

的 EMA方案(每天测量 10次), 对情绪信息的时间

分辨率更高 , 这可能使得 J. Nelson 等(2020)和

Minaeva 等(2021)的研究都捕捉到了抑郁症患者

和健康对照组在消极情绪惯性上的差异。因此 , 

未来的研究应当在考虑被试负担的前提下, 采用

合适的高频 EMA 测量方案, 以提高对情绪惯性

等具有时间依赖性的情绪动态特征的测量精度

(Dejonckheere et al., 2020; Lapate & Heller, 2020)。 

整体上看, 尽管有少部分研究未能发现抑郁

症患者在消极情绪惯性上的情绪失调 , 大部分

EMA 研究表明: 抑郁症患者(相比于健康对照组) 

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的消极情绪更具有自我预测

性。该研究结果与针对非临床样本的研究一致 , 

针对非临床样本的 EMA 研究表明: 消极情绪惯

性可以正向预测个体当下的抑郁症状(Houben et 

al., 2015; Houben & Kuppens, 2020; Koval et al., 

2012; Kuppens et al., 2010)。控制消极情绪均值和

消极情绪变异性后, 消极情绪惯性和当下抑郁症

状的关系仍然显著(Houben & Kuppens, 2020)。 

3.3.2  更大的情绪网络密度 

EMA 研究结果表明: 抑郁症患者(相对于健

康对照组)的情绪网络更密集, 情绪网络节点之间

的联结数量更多且联结强度更大(Pe et al., 2015; 

Wigman et al., 2015)。Wigman 等(2015)的研究比

较了抑郁症患者、精神病性障碍患者和健康对照

组在情绪网络特征上的差异, 结果表明: 抑郁症

组在情绪网络节点的强度中心性、接近中心性和

中介中心性等几乎所有中心性指标都显著大于精

神病性障碍组和健康对照组。并且, 相比于精神

病性障碍组, 抑郁症患者表现出更多的积极情绪

和消极情绪之间的联系(Wigman et al., 2015)。Pe

等(2015)的研究则进一步表明抑郁症患者(相对于

健康对照组)整体上更密集的情绪网络源于消极

情绪网络密度的组间差异, 而非积极情绪网络密

度的组间差异。此外, Shin 等(2022)的研究揭示了

情绪网络密度作为抑郁和焦虑障碍临床标志物的

潜在前景。该研究的结果表明: 消极情绪网络密

度和积极情绪网络密度都可以在人口学变量、情

绪均值和变异性之上显著预测个体的诊断状态

(Shin et al., 2022)。 

总体而言, EMA 的结果表明: 抑郁症患者(相

比于健康对照组)在日常生活中的情绪网络更加

密集, 患者当前的情绪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个时

间点的心境状态, 情绪系统僵化且缺乏灵活性。

该结果与针对非临床样本的研究结果一致, 一项

针对青少年非临床样本的 EMA 研究表明: 个体

的情绪网络密度越大 , 抑郁症状越严重 (Lydon- 

Staley et al., 2019)。 

3.4  抑郁症患者情绪反应性异常 

3.4.1  对积极事件的心境点亮效应 

大量 EMA 研究的结果表明: 相比于健康对

照组, 抑郁症患者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积极事件后

表现出心境点亮效应(Mood Brightening Effect)。

具体而言, 抑郁症患者在经历积极事件之后表现

出更大程度的消极情绪减少(Khazanov et al., 2019; 

Lamers et al., 2018; J. Nelson et al., 2020; Panaite 

et al., 2018; Schricker et al., 2022)。部分研究还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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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抑郁症患者经历积极事件后表现出更大程度的

积极情绪增加(Khazanov et al., 2019; Schricker et al., 

2022), 并且抑郁症状越严重的患者的心境点亮效

应越大(Khazanov et al., 2019)。此外, 处于复发性

抑郁症缓解期的个体(相对于健康对照组)也表现

出对积极事件的心境点亮效应 (Schricker et al., 

2022)。 

总体而言, EMA 的研究表明: 相比于健康对

照组, 抑郁症患者经历积极事件后消极情绪的缓

解程度更大。这启发着临床医生采用行为激活、

愉悦事件清单等干预手段提高抑郁症患者日常生

活中积极事件的频率, 从而改善抑郁症患者的情

绪紊乱。该研究结果与针对非临床样本的研究结

果一致, 针对非临床样本的 EMA 研究表明: 总体

幸福感低的个体经历积极事件后消极情绪减少和

积极情绪增加的程度都更大(Grosse Rueschkamp 

et al., 2020)。 

3.4.2  对消极事件更大的消极情绪反应性 

许多 EMA 研究表明: 抑郁症患者(相比于健

康对照组)在经历消极事件后表现出更大的消极

情绪反应性, 即更大程度的消极情绪增加(Lamers 

et al., 2018; Sheets & Armey, 2020; van Winkel et al., 

2015)。相比于健康对照组和处于抑郁症缓解期的

个体, 抑郁症患者经历消极事件、人际问题等应

激源后消极情绪增加的程度更剧烈(Sheets & Armey, 

2020; van Winkel et al., 2015)。然而, 处于抑郁症

缓解期的个体消极情绪反应性相关的研究结果不

一致。一方面, 有研究表明: 处于复发性抑郁症缓

解期的个体(相对于健康对照组)在经历消极事件

后也表现出更大的消极情绪反应性(Schricker et al., 

2022)。另一方面, 有研究指出: 处于抑郁症缓解

期的个体和健康对照组在人际或非人际消极事件

上的情绪反应性都没有组间差异(Sheets & Armey, 

2020)。还有研究发现: 处于抑郁症缓解期的个体

和健康对照组对事件应激源(Event Stressors)和活

动应激源(Activity Stressors)的消极情绪反应性没

有组间差异, 但是处于抑郁症缓解期的个体对社

交应激源(Social Stressors)具有更大的消极情绪反

应性(van Winkel et al., 2015)。由此可见, 处于抑

郁症缓解期的个体在不同情境类型下的情绪反应

性异常可能存在不同的模式, 处于缓解期的个体

和健康对照组在消极情绪反应性上的差异可能存

在边界条件。未来的研究可以探究情境类型等变

量在处于抑郁症缓解期的个体消极情绪反应性中

潜在的调节作用。 

总体而言, 相比于健康对照组, 抑郁症患者

经历了消极事件后体验到更大程度的消极情绪增

加。该研究结果与针对非临床样本的研究一致 , 

针对非临床样本的 EMA 研究表明: 个体的抑郁

症状水平越高, 对于社交互动这个应激源的消极

情绪反应性越大(Booij et al., 2018)。 

3.5  抑郁症患者情绪系统复杂度下降 

3.5.1  更低的消极、积极情绪的分化水平 

只有 2 篇研究从情绪分化的角度探究了抑郁

症患者情绪系统的复杂度特征(Thompson, Liu, et al., 

2021; Tomko et al., 2015)。结果表明: 相比于健康

对照组, 抑郁症患者消极情绪和积极情绪的分化

水平都更低(Thompson, Liu, et al., 2021)。此外, 相

比 于 边 缘 性 人 格 障 碍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患者 , 抑郁障碍(Depressive Disorder)患

者的消极情绪分化水平更高, 但消极情绪分化水

平对冲动性的负向预测效应在两组患者之间不存

在组间差异(Tomko et al., 2015)。处于抑郁症缓解

期的个体的情绪分化能力也表现出和抑郁症患者

相似的缺陷。具体而言, 处于抑郁症缓解期的个

体消极情绪和积极情绪的分化水平低于健康对照

组, 且情绪分化水平和抑郁症患者没有显著差异

(Thompson, Liu, et al., 2021)。 

总而言之, EMA 研究结果表明: 抑郁症患者

倾向于采用单维的、简化的形式处理消极或积极

情绪信息, 难以细致区分不同情绪之间的差别。

与消极情绪分化相关的研究结果与针对非临床样

本的研究一致, 针对非临床样本的 EMA 研究表

明: 个体的消极情绪分化程度越低, 抑郁症状越

严重(Liu et al., 2020; Starr et al., 2017; Willroth et al., 

2020)。然而, 针对非临床样本的 EMA 研究中, 积

极情绪分化和抑郁症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Liu et al., 2020; Starr et al., 2017; Willroth et al., 

2020)。鉴于目前探究情绪分化(尤其是积极情绪

分化)的研究数量较少, 未来需要更多 EMA 研究

探索抑郁症临床人群情绪系统复杂度上的潜在

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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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EMA 研究设计与主要结果汇总 

N 抑郁组 对照组 EMA 情绪条目 与抑郁症情绪动态特征相关的研究结果 文献 

1 伴快感缺

失 MDD 患

者(47) 

健康对照
(40) 

10×7 PA: 

euphoric, happy, 
relaxed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 伴有快感缺失的 MDD 患者 PA

均值更小, 但 PA 变异性、PA 不稳定性、PA 惯性、

PA 反应性没有显著差异。 

(Heininga 
et al., 
2019) 

2 1. 
MDD/AD
患者(95) 
2. 
MDD/AD
缓解期个

体(178) 

健康对照
(92) 

5×14 PA: 

satisfied, relaxed, 
cheerful, energetic, 
enthusiastic, calm 

NA: 

upset, irritated, listless, 
down, nervous, bored, 
anxious 

1. MDD/AD 患者 PA 和 NA 的不稳定性(RMSSD)和

变异性, 以及 NA 均值和惯性最大, 其次是缓解期

个体, 最后是健康对照组。 

2. MDD/AD 患者 PA 均值最小, 其次是缓解期个体, 

健康对照组 PA 均值最大。 

3. MDD/AD 患者和缓解期个体的 PA 情绪惯性没有

显著差异, 都大于健康对照组。 

4.采用 RMSSD*控制情绪均值的效应后, 三个组别

的情绪不稳定性的组间差异仍显著 , 但 MDD/AD

患者和缓解期个体之间的差异不再显著。 

(Schoevers 
et al., 
2021) 

3 1. MDD 患

者(26) 

2. MDD 缓

解期个体
(82) 

健康对照
(471) 

10×5 PA: 

cheerful, content, 
energetic, enthusiastic

NA: 

insecure, lonely, 
anxious, low, guilty, 
suspicious 

1.与健康对照组相比, MDD 患者过夜的 NA 惯性更

大。 

2.与健康对照组相比, 缓解期的个体日间的 NA 惯

性更大。 

3.过夜的 NA 惯性与睡眠时长和质量的关系在不同

组别存在差异。 

(Minaeva 
et al., 
2021) 

4 MDD 患者 

(53) 

健康对照
(53) 

8×7 PA: happy, excited, 
alert, active 

NA: sad, anxious, 
angry, frustrated, 
ashamed, disgusted, 
guilty 

MDD 患者整体的情绪网络更密集, 并且这种差异

源于 NA 网络密度而非 PA 网络密度的差异。 

(Pe et al., 
2015) 

5 1. MDD 患

者(48) 

2. MDD 缓

解期个体
(80) 

 

健康对照
(87) 

5×14 PA: 

relaxed, content, calm, 
happy, excited, 
enthusiastic 

NA: 

bored, sluggish, sad, 
frustrated, nervous, 
angry 

1. MDD 患者的 NA 均值大于处于缓解期的个体, 处

于缓解期的个体的 NA 均值大于健康对照组。 

2. MDD 患者的 PA均值小于处于缓解期的个体和健

康对照组 , 处于缓解期的个体和健康对照组的 PA

均值没有显著差异。 

3.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 MDD 患者和处于缓解期的

个体 NA 和 PA 的情绪分化水平更低, MDD 患者和

缓解期个体的情绪分化水平没有显著差异。 

(Thompson, 
Liu, et al., 
2021) 

6 MDD 患者 

(40) 

健康对照
(40) 

10×4 PA: 

joy, even temper,  
satisfaction 

NA: 

sadness, fear, anger, 
rage, guilt, shame, 
disgust 

1.与健康对照组相比, MDD 患者 NA 均值更大, PA

均值更小, NA 惯性和 NA 变异性更大。 

2.与健康对照组相比, MDD 患者经历积极事件后表

现出心境点亮效应(更大程度的 NA 减少)。 

3.与健康对照组相比, MDD 患者 NA 情绪不稳定性

更大。但控制情绪变异性的效应后, 这两个组别的

组间差异不显著。 

(J. Nelson 
et al., 
2020) 

7 1. MDD 患

者(48) 

2. MDD 缓

解期个体
(80) 

健康对照
(87) 

5×14 PA: 

relaxed, content, calm, 
happy, excited, 
enthusiastic 

NA: 

bored, sluggish, sad, 
frustrated, nervous, 
angry 

1. MDD 患者的 NA 均值和 NA 变异性最大, 健康对

照组最小, 处于缓解期的个体介于两者之间。控制

NA 均值后, NA 变异性的组间差异仍显著。 

2. 3 个组别 NA 惯性的组间差异不显著。 

3. 对于 PA 的情绪动力指标而言, 只有 PA 均值在 3

个组别的组间差异显著。抑郁症患者的 PA 均值小

于处于缓解期的个体和健康对照组, 而处于缓解期

的个体和健康对照组的 PA 均值没有显著差异。 

(Thompson, 
Bailen, & 
English,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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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N 抑郁组 对照组 EMA 情绪条目 与抑郁症情绪动态特征相关的研究结果 文献 

8 具有 MDD

终身诊断

的患者

(116), 其

中 40.5%当

前被诊断

为 MDD 

1. 健康

对照(65)

2. 双相

障碍 I 型
(33) 
3. 双相

障碍 II 型
(37) 
4. 焦虑

障碍(36)

4×14 效价: 
very happy (1) to very 
sad (7) 
唤醒程度: 
very calm (1) to very 
anxious (7) 

1.与健康对照组相比, 具有 MDD 终身诊断的患者悲

伤、焦虑情绪的均值和焦虑情绪的变异性 , 以及悲

伤、焦虑情绪的不稳定性更大。 

2.经历积极事件后, 具有 MDD 终身诊断的患者(相

比健康对照组)表现出心境点亮效应(更大程度的焦

虑情绪减少)。经历消极事件后, 具有 MDD 终身诊

断的患者表现出更大的 NA 情绪反应性(更大程度的

焦虑情绪增加)。 

3.进一步将具有 MDD 终身诊断的患者细分为当下患

有 MDD 的患者、处于缓解期的个体两个组别后, 两

个组别的情绪反应性没有显著差异。 

(Lamers 
et al., 
2018) 

9 MDD 患者

且共病
BPD (20) 

MDD 患

者没有共

病 BPD 
(21) 

5×7 PA: 
happy, content, relaxed
NA: 
sad, anxious, angry, 
empty, lonely, guilty, 
tense 

1.共病 BPD 和不共病 BPD 的两组 MDD 患者在情绪

不稳定性 , 以及与他人积极互动 /与他人消极互动 /

感知到被拒绝/感知到失败后的总体情绪反应性上没

有组间差异。 

2.相比于不共病 BPD 的 MDD 患者, 共病 BPD 的

MDD 患者在经历了独自一人的事件后体验到了更

大的情绪反应性(更大程度的总体情绪恶化)。 

(Köhling 
et al., 
2016) 

10 1. 患 MDD

的大一学

生(23) 

2. 缓解期

的大一学

生(42) 

无 MDD

病史的大

一学生
(43) 

4×14 NA: 
sad, alone, angry with 
self, guilty, lonely, 
hopeless 

1. 相比于处于缓解期和无 MDD 病史的个体, MDD

患者对于日常感知到的压力表现出更大的 NA 情绪

反应性(更大程度的 NA 增加)。 

2. MDD 患者对人际消极事件表现出更大的 NA 情绪

反应性(更大程度的 NA 增加), 而处于缓解期和无

MDD 病史的个体对人际或非人际的消极事件的情

绪反应性没有显著差异。 

(Sheets 
& 
Armey, 
2020) 

11 MDD 患者

(30), 治疗

后分为: 

1.症状缓

解组(11) 

2.症状没

有缓解组
(19) 

健康对照
(39) 

10×6 PA: 
energetic, enthusiastic, 
happy, cheerful, 
talkative, strong, 
satisfied, self-assured 
NA: 
anxious, irritated, 
restless, tense, guilty, 
edgy, distractible, 
agitated 

1.相比于健康对照组和缓解期组 , 症状未缓解的

MDD 患者对事件、活动和社交这三种应激源的 NA

情绪反应性更大(更大程度的 NA 增加)。 

2.缓解期组和健康对照组在对事件和活动应激源的

情绪反应性上没有组间差异, 但是缓解期组(相对于

健康对照组)仍表现出对社交应激源更大的 NA 情绪

反应性(更大程度的 NA 增加)。 

(van 
Winkel 
et al., 
2015) 

12 MDD或

GAD 患者
(61) 

健康对照
(58) 

9×8 PA: 
relaxed, content, 
excited, enthusiastic 
NA: 
angry, tired, irritable, 
anxious, depressed 

基于 EMA 得到的 NA 和 PA 的网络密度都在人口学

特征和情绪均值、标准差之上显著预测个体的诊断

状态。具体而言, 更大的 NA 情绪网络密度、更小的

PA 情绪网络密度与 MDD/GAD 的诊断存在相关。 

(Shin  
et al., 
2022) 

13 处于复发

性 MDD 缓

解期的个

体(51) 

健康对照
(51) 

10×5 PA: 
cheerful, energetic, 
enthusiastic, satisfied, 
relaxed, calm 
NA: 
upset, irritated, 
nervous, listless, down, 
bored 

1.处于复发性 MDD 缓解期的个体(相比于健康对照

组)在经历消极日常事件后表现出更大的 NA 情绪反

应性(更大程度的 NA 增加)。 

2.处于复发性 MDD 缓解期的个体(相比于健康对照

组)在经历积极日常事件后表现出心境点亮效应(更

大程度的 PA 增加和更大程度的 NA 减少)。 

(Schrick
er et al., 
2022) 

14 1.MDD 不

共病 GAD 
(38) 

2.MDD 共

病 GAD 
(38) 

1.GAD, 
且不共病
MDD 
(36) 

2.健康对

照(33) 

8×7 PA: 
happy, proud, 
determined 
NA: 
sad, anxious, 
dissatisfied with 
myself 

1.MDD 不共病 GAD 组和 MDD 共病 GAD 组的患者(相

比于健康对照组)在经历积极事件后都表现出心境点亮

效应 (更大程度的 PA 增加和更大程度的 NA 减少)。 

2.患者基线抑郁症状越严重, 心境点亮效应更强。 

3.与 GAD 相比, MDD 对积极事件的情绪反应性改变

更具有特异性。 

(Khazanov 
et al.,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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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N 抑郁组 对照组 EMA 情绪条目 与抑郁症情绪动态特征相关的研究结果 文献 

15 MDD 患者
(31) 

健康对照
(33) 

10×6 PA: 
happy, relaxed, 
interested, enjoying 
myself 
NA: 
irritated, down, 
anxious, tense, 
ashamed, guilty 

1. 相比于健康对照组, MDD 患者表现出更大的 NA

和 PA 的情绪变异性和不稳定性。 

2. MDD 患者和健康对照组在日间积极情绪的时间

趋势上存在差异, MDD 患者每天积极情绪随时间的

变化呈现为倒 U 型, 而健康对照组呈现为正向的线

性趋势。 

(Crowe 
et al., 
2019) 

16 MDD 患者
(41) 

健康对照
(33) 

10×3 DA: 
depressed, sad 

相比于健康对照组, MDD 患者在经历日常积极事件

后表现出心境点亮效应(更大程度的烦躁情绪减少)。 

(Panaite 
et al., 
2018) 

17 DD 患者
(38) 

BPD 患者
(67) 

6×28 NA: 
fear (6 items) 
hostility (6 items) 
sadness (5 items) 
详见(Watson & Clark, 
1994) 

1. DD 患者 NA 情绪分化水平高于 BPD 患者。 

2. NA 情绪分化水平可以负向预测冲动性, 但预测

的效应在 DD 患者和 BPD 患者两个组别中没有显著

差异。 

(Tomko 
et al., 
2015) 

18 有 MDD 既

往诊断史, 

且目前轻

度抑郁的

患者(129) 

1. 健康对

照(207) 

2. 精神病

性障碍患

者(263) 

10× 
(5/6) 

PA: 
cheerful, content 
NA: 
insecure, down, 
suspicious 

1.相比于精神病性障碍组和健康对照组 , 抑郁症患

者的情绪状态网络的节点间的联系最为紧密。 

2.相比于精神病性障碍组, 抑郁症患者的网络结构表

现出更多的积极和消极心理状态之间的特异性联系。 

(Wigman 
et al., 
2015) 

注: N 一栏表示文献序号, 抑郁组和对照组两栏中括号内的数字表示被试数量, EMA 一栏表示采用的 EMA 测量方案(a×b 中

的 a 指每天施测次数, b 指 EMA 流程持续的天数)。情绪词汇一栏表示 EMA 中与积极、消极情绪相关的测量条目。研究结

果中主要涉及的情绪动力指标采用加粗字体。缩写词: AD = Anxiety Disorder, BPD =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DA = 
Dysphoric Affect, DD = Depressive Disorders, GAD=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MDD =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NA = 
Negative Affect, PA = Positive Affect, RMSSD = Root Mean Squared Successive Difference。 

 

4  讨论 

本综述首次从情绪动力学的视角总结了抑郁

症临床人群在日常生活中情绪失调的主要特征 , 

研究结果支持了精神病理学的动态模型, 如复杂

动态系统模型和网络模型(B. Nelson et al., 2017)。

与传统的横断面回溯性问卷研究和实验室研究的

结果一致, EMA 研究表明: 抑郁症患者在日常生

活中体验到的消极情绪平均强度更大, 积极情绪

平均强度更小。传统的研究方法大多局限于特质

性的整体情绪强度, 而情绪动力学提供了抑郁症

临床人群情绪失调更精细的动态信息。整体上看, 

抑郁症的情绪失调的动态特征更侧重于反映在消

极情绪上, 且主要表现出四大特点。第一, 抑郁症

患者日常生活中消极情绪波动幅度更大, 具体表

现为更大的消极情绪变异性和消极情绪不稳定

性。第二, 抑郁症患者情绪系统僵化且缺乏灵活

性, 具体表现为更大的消极情绪惯性和更密集的

情绪网络。第三, 抑郁症患者对日常生活情境的

情绪反应性异常, 具体表现为患者经历积极事件

后表现出心境点亮效应, 经历消极事件后表现出

更大的消极情绪反应性。第四, 抑郁症患者情绪

系统的复杂度下降 , 倾向于过度简化情绪体验 , 

具体表现为患者积极和消极情绪的情绪分化水平

更低。此外, 本综述初步表明: 处于抑郁症缓解期

的个体在多种情绪动力指标上也表现出一定程度

的情绪失调。讨论部分将从复杂动态系统理论

(Complex Dynamical System Theory)、网络理论等

多种理论视角解读抑郁症临床人群情绪失调的表现。 

4.1  抑郁症患者情绪失调的动态特征 

4.1.1  消极情绪波动幅度大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 抑郁症患者在日常生活

中消极情绪体验的整体波动幅度更大, 并且消极

情绪在连续 2 个时间点之间的波动幅度更剧烈。

该结论与情绪动力学的核心原则一致, 情绪动力

学认为: 适应性的情绪波动有助于个体响应外界

的情境变化, 但是当情绪波动逾越稳态时会导致

心理功能失调(Carver, 2015; Kuppens & Verduyn, 

2017)。复杂动态系统理论也表明了抑郁症与情绪

波动幅度的关系。该理论认为: 生态系统、情绪

等复杂系统具有多个稳态, 这些稳态受到许多因

素的非线性影响, 并随之发生转换(Scheffer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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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van de Leemput et al., 2014)。当系统接近状

态改变的临界点(Tipping Point)时, 系统在响应外

界情境扰动(Disturbances)的过程中回复到平衡态

的速度变得很慢 , 这个现象称为临界慢化现象

(Critical Slowing Down) (Dakos et al., 2008)。研究

结果表明: 不断增大的情绪系统的变异性(情绪观

测值的方差)是临界慢化现象的指标之一, 预示着

个体即将从功能正常转变为罹患抑郁症(van de 

Leemput et al., 2014; Wichers et al., 2016)。根据复

杂动态系统理论, 抑郁症患者的情绪失调表现为

消极情绪偏离平衡态的幅度变大, 患者难以通过

有效的情绪调节或认知控制将情绪较快地调控至平

衡态, 从而表现出情绪系统的不稳定和脆弱性。 

4.1.2  情绪系统僵化且缺乏灵活性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 抑郁症患者的消极情绪

更富有自我预测性, 先前体验到的消极情绪更容

易延续到下个时刻。此外, 抑郁症患者的情绪网

络更密集, 情绪节点之间的联结强度更高。该结

论与复杂动态系统理论、网络理论的观点一致(B. 

Nelson et al., 2017)。依据复杂动态系统理论, 当

情绪具有高度自我预测性、情绪网络高度密集时, 

系统处于高度脆弱的、低复原力的状态, 更倾向

于发生稳态的转变(van de Leemput et al., 2014; 

Wichers et al., 2016)。此外, 依据网络理论, 情绪

系统中不同情绪节点并非互相独立, 一个情绪节

点的激活可以扩散到情绪网络的其他节点 (B. 

Nelson et al., 2017)。如果各种情绪相互强化和反

馈循环的程度太大, 情绪激活导致共振和级联效

应 (Cascade Effect) 的风险更大 (Wichers et al., 

2015)。此时, 情绪系统处于容易发生状态改变的

脆弱状态, 外界情境对某个情绪节点的轻微扰动

会导致整个情绪网络的剧烈激活, 此后即使外界

的情境刺激消失, 情绪系统仍持续处于高度激活

的状态(Wichers et al., 2015; Wigman et al., 2015)。

因此, 依据精神障碍的动态模型(B. Nelson et al., 

2017), 抑郁症患者表现出更大的消极情绪惯性和

更密集的情绪网络, 这种僵化且缺乏灵活性的情

绪系统导致患者易沉溺于消极情绪增加、积极情

绪减少的螺旋式心境恶化的循环中, 从而导致了抑

郁症相关的精神病理学症状的产生、发展和维持。 

4.1.3  情绪反应性异常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 抑郁症患者经历积极事

件后倾向于体验到更大程度的消极情绪减少。该

结果与情感对比理论(Affective Contrast Theory)

一致, 该理论认为: 个体当下的情绪体验部分取

决于先前的情绪经验, 个体的情绪反应会受到之

前对比性的情绪体验的影响而增强 (Newman & 

Llera, 2011)。抑郁症患者在日常生活中更少经历

积极事件, 长期处于慢性的心境低落状态。因此, 

当富有对比性的积极事件发生时, 相比于先前习

惯性的高强度消极情绪体验, 抑郁症患者体验到

消极情绪缓解的程度更大。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

抑郁症患者对未来事件的预期更加消极, 对积极

事件的预期较低, 这种预期会放大对积极事件的

情绪反应(Khazanov et al., 2019; Schricker et al., 

2022)。 

此外, 抑郁症患者经历消极事件后倾向于体

验到更大程度的消极情绪增加。依据认知行为理

论, 抑郁症患者存在非适应性的认知信念和解释

偏差(Beck et al., 1979), 这些消极的思维方式可

能导致了患者对日常应激事件更大的消极情绪反

应性。抑郁症患者对消极事件的习惯性反刍可能

是导致消极情绪反应性异常的认知因素。过去

EMA 研究结果表明: 个体经历日常压力事件后的

反 刍 水 平 越 高 , 体 验 到 的 消 极 情 绪 越 剧 烈

(Connolly & Alloy, 2017; Ruscio et al., 2015)。反刍

在应激和消极情绪之间起中介作用, 且抑郁症患

者的中介效应比健康对照组更大 (Ruscio et al., 

2015)。未来的 EMA 研究可以探索反刍等认知因素

放大抑郁症患者对消极事件的反应的病理学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 与实验室研究得到的结果不

同(Bylsma et al., 2008; Rottenberg, 2017), EMA 研

究的结果不支持抑郁症的情绪情境不敏感性

(Emotion Context Insensitivity, ECI)理论, 而是发

现了抑郁症患者(相对于健康对照组)更剧烈的情

绪反应性。依据 ECI 理论, 抑郁症患者难以调动

个体的认知资源应对内外界情境的变化, 持续性

地对环境刺激表现出更小的情绪反应性(Bylsma 

et al., 2008; Rottenberg, 2005, 2017)。对于实验室

研究和 EMA 研究得到的不同结果, 存在一些可

能的解释。一方面, 部分研究者认为: 通过实验性

指导语诱发的情绪和现实生活中自发产生的情绪

在本质上存在差异 (Mestdagh & Dejonckheere, 

2021)。相比于 EMA 研究, 实验室研究中采用的

标准化的实验刺激缺少个体相关性和情绪显著性

(Khazanov et al., 2019), 且假想的应激源与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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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激源引发的情绪反应的机制可能存在差异

(Grillon et al., 2013)。另一方面, 部分研究者认为: 

相较于实验室研究中受到严格控制的实验情境 , 

EMA 研究根植于复杂多变的日常生活情境, 目前

该研究方法仍无法有效控制情境类型和其他混淆

因素, 内部效度不足可能使得 EMA 研究无法支

持 ECI 理论(J. Nelson et al., 2020)。未来的研究需

要进一步权衡 EMA 研究和实验室研究的内部效

度和外部效度, 从方法学的角度优化对情绪反应

性的测量, 从而得出科学严谨且具有高生态效度

的研究结果。 

4.1.4  情绪系统复杂度下降 

目前探讨抑郁症临床人群情绪系统丰富度的

EMA 研究相对较少, 且局限于情绪分化这一个指

标。整体上,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 抑郁症患者对积

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分化水平较低, 倾向于以相

对单一的、笼统的方式感知和报告情绪, 而无法

区分离散情绪之间的细致差别。较低的情绪分化

水平可能与认知功能缺陷有关, 抑郁症患者倾向

于采取僵化的负面认知归因来处理情境信息, 在

感知加工、工作记忆和执行控制等认知功能上存

在普遍缺陷(Austin et al., 2001)。认知能力上的缺

陷可能导致抑郁症患者倾向于单维地、相对一致

地加工各种不同的离散情绪, 从而非适应性地沉

溺在低落心境之中。此外, 过去的研究也表明了

抑郁障碍和述情障碍 (Alexithymia)之间的关系 , 

这两种精神障碍在情绪分化水平上都存在一定程

度的缺陷, 主要表现为情绪洞察上的缺陷, 例如: 

难以识别、标注情绪, 以及对情绪状态的知觉和

表达更宽泛和不具体等(Honkalampi et al., 2000)。 

除了情绪分化, 情绪双极性(Emotion Bipolarity)

和情绪丰富度(Emodiversity)也是衡量情绪系统复

杂度的指标, 但是这些指标尚未应用到针对抑郁

症临床样本的 EMA 研究中。情绪双极性主要探

究个体倾向于相互独立地体验积极情绪和消极情

绪, 抑或是非此即彼地、单维地体验积极情绪和

消极情绪的问题, 常见的计算指标是积极情绪和

消极情绪的个体内相关系数(Dejonckheere et al., 

2018)。情绪丰富度描述了个体情绪体验的多样性

和相对丰富程度, 常见的计算指标是香农信息熵

(Shannon’s Entropy) (Quoidbach et al., 2014; 

Urban-Wojcik et al., 2022)。针对非临床样本的

EMA 研究表明: 抑郁症状和情绪复杂度异常有关

(Dejonckheere et al., 2018; Urban-Wojcik et al., 

2022)。Dejonckheere 等(2018)的研究表明: 抑郁症

状可以前瞻性地正向预测后续更大的情绪双极

性。具体而言, 个体的抑郁症状越严重, 之后的情

绪体验模式会趋向于单维化, 即个体消极情绪增

加的同时会僵化地体验到积极情绪的减少, 而无

法独立地感知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此外 , 

Urban-Wojcik 等(2022)的研究结果表明: 更小的

积极情绪丰富度、更大的消极情绪丰富度和更严

重 的 抑 郁 症 状 呈 正 相 关 (Urban-Wojcik et al., 

2022)。未来的 EMA 研究需要综合采用情绪分化、

情绪双极性和情绪丰富度等多种情绪复杂度指标, 

更加全面、精细地探索抑郁症临床人群在情绪系

统复杂度上的潜在缺陷。 

4.2  处于抑郁症缓解期个体的情绪失调 

鉴于本综述纳入的文献中探究抑郁症缓解期

的 EMA 研究数量较少, 这个部分的结果需要谨

慎看待。本综述初步表明: 相比于健康对照组, 处

于抑郁症缓解期的个体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情绪

失调。具体而言, 处于抑郁症缓解期的个体(相对

于健康对照组)表现出更大的消极情绪的均值、变

异性、不稳定性和惯性, 经历积极事件后的心境

点亮效应, 经历消极事件后更大的消极情绪反应

性, 以及更低的情绪分化水平(Lamers et al., 2018; 

Minaeva et al., 2021; Schoevers et al., 2021; 

Schricker et al., 2022; Thompson, Bailen, & English, 

2021; Thompson, Liu, et al., 2021; van Winkel et al., 

2015)。 

该研究结果初步支持了抑郁症患者的并发症

或疤痕模型(Complications or Scar Model)和设定

点理论(Set-Point Theory), 并且印证了在临床实

践中做好抑郁症复发预防工作的重要性。疤痕模

型认为抑郁症对个体的特质具有持久性的消极影

响 , 这些影响在缓解期时依旧存在 (Allen & 

Sheeber, 2008)。设定点理论认为抑郁症情绪调节

系统的紊乱可能表现为持久的设定点的改变, 例

如更高的消极情绪设定点和更低的积极情绪设定

点, 从而影响缓解期后复发的易感性(Burcusa & 

Iacono, 2007; Ormel et al., 2017)。但是, 目前的

EMA 研究尚未揭示情绪动态特征和抑郁症之间

的因果方向和影响机制。未来的研究可以结合

EMA 和纵向追踪的研究方法, 探索情绪动力指标

在抑郁症患者抑郁发作、缓解和复发过程中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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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变化过程, 从而解答情绪动态特征是引发抑郁

症的易感性因素, 抑或是由抑郁症造成的“疤痕”

的研究问题。 

4.3  情绪动力学视角的临床意义 

相比于横断面回溯性问卷研究和实验室研究, 

基于情绪动力学视角的 EMA 研究得到的抑郁症

的情绪动态特征具有更高的生态效度, 且考虑到

了情绪的时间维度。本综述表明: 日常生活情境

下, 抑郁症患者的情绪失调不仅表现为更大的消

极情绪平均强度和更小的积极情绪平均强度, 还

表现为更大的消极情绪波动幅度、更僵化且缺少

灵活性的情绪系统、异常的情绪反应性和情绪系

统复杂度。因此, 针对抑郁症情绪失调的干预还

需要着眼于这些情绪动态特征, 并根据特定类型

的情绪失调实施针对性的干预措施。近年来, 采

用 EMA 的干预研究表明: 基于正念的干预能显

著改善情绪分化水平(van der Gucht et al., 2019)。

标准化正念减压疗法 (Mindfulness Based Stress 

Reduction, MBSR)能显著改善消极情绪变异性、

消极情绪不稳定性(Keng et al., 2021)。临床医生可

以根据个体化医疗(Personalized Medicine)的原则, 

以患者自身情绪失调的具体特征作为靶点, 进行

有针对性的精准治疗, 从而提高抑郁症的有效治

愈率(Khoury & Galea, 2016)。 

此外, 情绪动力学强调从微观层面对现实生

活情境下个体的心理、生理和行为的复杂作用过

程进行动态监测, 这启发着临床工作者采用更科

学、智能化的手段开展精神障碍的临床评估和治

疗。从临床视角上看, EMA 为精神疾病和心理障

碍的个体化医疗提供了最好的机遇之一 (Myin- 

Germeys et al., 2018)。在未来的临床实践中, 可以

尝试结合 EMA 主动测量和体动记录仪(Actigraphy)

等被动测量方法对临床人群进行实时的、多模态

的移动设备监测, 从情绪、身体活动、摄食行为、

能量、睡眠等多系统之间动态联系的角度理解精

神障碍的发病机制(Merikangas et al., 2019), 并根

据症状网络中的核心节点制定有效的干预方案。

近年来, 研究者将 EMA的理念应用到临床干预中, 

提 出 了 生 态 瞬 时 干 预 (Ecological Momentary 

Intervention, EMI)的干预方法 (Heron & Smyth, 

2010)。EMI 将心理干预的场所从传统的临床设置

拓展到现实生活中, 通过生物传感器、嵌入型传

感器等收集数据, 并通过机器学习等技术进行风

险预测, 从而在患者的情绪状态达到风险阈值时

提供个体定制化的干预措施 (Colombo et al., 

2019)。已有研究初步证明 EMI 在治疗抑郁症门诊

患者时是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附加干预措施, 在

未来的临床应用中具有潜在前景(Simons et al., 

2017)。 

4.4  现有研究的不足与未来研究展望 

首先, 尽管 EMA 采集的时间序列数据在探

究情绪等心理变量的个体内过程具有独特优势 , 

但是目前的 EMA 研究仍着眼于探索情绪波动的

普遍性模式与规则(Nomothetic Principle), 而忽视

了情绪波动的个体特异性规则(Idiographic Principle) 

(Mestdagh & Dejonckheere, 2021)。具体而言, 目

前的 EMA 研究主要关注抑郁症临床人群和健康

对照组在情绪动态指标的组间差异, 而忽视了情

绪失调在抑郁症患者个体内的动态过程及其对自

身精神病理学症状的影响。近年来, 越来越多研

究者呼吁将 EMA 应用到个体化模型中, 例如个

体化症状网络(Epskamp et al., 2018; Fisher et al., 

2017), 从而指导未来的临床决策和进行实时干预

(Wright et al., 2019; Zimmermann et al., 2019)。未

来的 EMA 研究可以着眼于抑郁症临床人群在日

常生活中心理、行为、生理等系统的动态交互过

程, 从个体内水平探索抑郁症临床人群的情绪失

调及其与精神病理学症状之间的关系, 进一步推

进精准精神病学(Precision Psychiatry)的临床应用

(Fernandes et al., 2017; Reichert et al., 2021)。 

其次, 虽然越来越多 EMA 研究采用情绪动

力指标探究了抑郁症临床人群在日常生活中情绪

失调的动态特征, 但是较少研究探究情绪动力指

标对应的神经生理过程, 抑郁症患者日常生活中

情绪失调的生理机制尚不清晰。近年来, 开始有

研究结合 EMA 和神经影像技术探究情绪动力指

标对应的神经环路异常。结果表明: 情绪均值与

默认模式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功能连通性

有关, 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均值更高的个体, 左

侧海马体灰质体积更小, 默认模式网络功能连通

性更强(Ismaylova et al., 2018)。情绪变异性和情绪

惯 性 均 与 默 认 模 式 网 络 内 部 连 通 性 相 关

(Provenzano et al., 2021; Servaas et al., 2017)。突显

环路、额顶控制网络和情绪环路也起到重要作用: 

更高的消极情绪均值对应着额顶控制网络连通性

的下降(Price et al., 2017), 更高的情绪变异性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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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着突显环路和情绪环路中更弱的功能连通性

(Servaas et al., 2017)。未来需要更多研究结合

EMA 和神经影像技术探究情绪动力指标对应的

神经生理过程, 从多模态的视角探究抑郁症临床

人群情绪失调的病理学机制。 

最后, 目前的 EMA 研究在方法学上存在一

些不足,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和

可比性。第一, 不同研究采用的测量方案不同, 具

体表现为 EMA 测量频率和持续时间存在差异。

未来的研究需要探索既能捕捉到情绪波动信息 , 

又不会造成较大的被试负担的 EMA 测量方案

(Hasselhorn et al., 2021; van Genugten et al., 2020), 

并进一步制定达成共识的标准 EMA 测量流程。

第二, 不同研究测量的情绪条目存在差异, 缺少

标准化问卷。未来的研究需要编制标准的 EMA

瞬时情绪问卷, 并合理选择多水平验证性因子分

析等方法检验 EMA 问卷的个体内和个体间信效

度(Eisele et al., 2021; Geldhof et al., 2014)。第三, 

目前的 EMA 研究很少控制情境因素对情绪波动

模式的影响。这可能使得情绪时间序列数据的信

噪比降低, 研究者难以获取情绪波动的有效信息

(Dejonckheere et al., 2020; Lapate & Heller, 2020)。

近年来, 有研究采用准实验 EMA 方法, 将个体的

情绪体验锚定在特定情境中, 有效提高了情绪数

据的信噪比(Dejonckheere et al., 2020, 2021)。未来

的 EMA 研究需要注重对情境信息的收集, 并探

索准实验 EMA 方法等提高内部效度的研究方法。

第四, 情绪动力学领域的 EMA 研究对情绪的测

量仍依赖于主观报告问卷。未来的 EMA 研究可

以通过手环等便携式设备同步收集心率变异性、

皮肤电导等生理指标, 从而探索反映抑郁症情绪

失调特征的多模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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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ynamic features of emotion dysregulation in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An emotion dynamics perspective 

WU Chaoyi, WANG Zhen 
(Shanghai Mental Health Center,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200030, China) 

Abstract: The core feature of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as defined in the DSM-5, is persistent emotional 

disturbances characterized by excessive sadness and drastically reduced pleasant emotional experiences. 

Recent research on emotion dynamics has emphasized that the emotion dysregulation in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goes beyond increased negative emotional intensity and decreased positive emotional intensity. It is 

also manifested as abnormal patterns of emotion dynamics. A total of 18 studie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ystematic review, which utilized 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 to explore everyday emotion dynamics 

in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The key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have greater 

negative emotion fluctuations compared with the healthy control group. These fluctuations were manifested 

as greater negative emotion variability and instability. (2) Depressed patients exhibit a rigid and inflexible 

emotional system, characterized by greater negative emotion inertia and denser emotion networks. (3) 

Depressed patients exhibit abnormalities in emotional reactivity. This is reflected as the mood brightening 

effect after positive events and greater negative emotion reactivity after negative events. (4)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experience a decreased complexity in their emotional system. This is manifested as a lower level 

of emotion differentiation. Furthermore, patients with remitted depression also exhibit some degree of 

emotion dysregulation. This review is the first to comprehensively elucidate the primary features of emotion 

dysregulation in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otion dynamics. These features 

provide potential intervention targets with high ecological validity for individualized treatment and relapse 

prevention of depression. 

Keywords: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emotion dynamics, emotion dysregulation, 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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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EMA 质量评估 

附录表 1  EMA 质量评估结果汇总 

序号 文献 依从性 信度 效度 

1 Heininga  
et al., 2019 

问 卷 填 写 依 从 率 达 到

89%。 

PA 的个体内 Cronbach’s α 

= 0.03, 个体间 Cronbach’s 
α = 0.99 

效标效度： 

文章中报告：与健康对照组相比, 伴有快感缺

失的 MDD 患者 PA 均值更低。 

2 Schoevers 
et al., 2021 

发给所有被试的所有问卷

中 , 仅 8.72%缺失。93%

的 参 与 者 填 写 率 超 过

80%。 

未报告 1) 效标效度： 

文章中报告：当前患有 MDD/AD 患者 NA 均

值最高, 其次是缓解期个体, 最后是健康对照

组。PA 则相反。该文献的附录提供了各情绪

条目在 3 个组别中的均值。 

2) 结构效度： 

附录中提供了各情绪条目和 PA、NA 总分之间

的相关系数。 

3 Minaeva  
et al., 2021 

621 个被试中, 有 610 个

被试完成了 EMA 测量。 

1) PA 的个体内 omega 为

0.79; 个体间 omega 为

0.95。 

2) NA 的个体内 omega 为

0.68; 个体间 omega 为

0.91。 

1) 效标效度： 

正文表格 1 表明：MDD 患者的 NA 中位数最

大, 其次是缓解期个体, 最后是健康对照组。

PA 均值则相反。 

2) 结构效度： 

该研究选择过往研究在 PA、NA 潜因子上具有

最高因子负荷和个体内变异性的条目。 

4 Pe et al., 
2015 

未报告 未报告 效标效度： 

文章中报告：MDD 患者的 NA 网络密度大于

健康对照组。 

5 Thompson, 
Liu, et al., 
2021 

平均问卷完成率为 74.8%, 

标 准 差 18.3%, 范 围 在

20%到 99%。 

通过混合模型得到 PA 的

Cronbach’s α为 0.65, NA 的

Cronbach’s α为 0.74。PA 和

NA 具有足够的个体内变异

性, PA 的 ICC 为 0.42, NA 的

ICC 为 0.43。 

效标效度： 

1) 文章中报告了健康对照组、处于抑郁症缓

解期组和 MDD 患者组在 NA 和 PA 均值存在

组间差异。 

2) 正文表 1 展示了 NA 均值和 PA 均值与抑郁

症状之间的相关。NA 均值与 MASQ 抑郁量表

之间的斯皮尔曼相关系数为 0.45, 与 CES-D抑

郁量表之间的斯皮尔曼相关系数为 0.54。PA

均值与 MASQ 抑郁量表之间的斯皮尔曼相关

系数为−0.52, 与 CES-D 抑郁量表之间的斯皮

尔曼相关系数为−0.47。 

6 J. Nelson  
et al., 2020 

抑郁症组 EMA 问卷完成

率为 90%, 健康对照组完

成率为 87%。 

ICC 的结果表明：对于 PA, 

71%的总方差是个体间方差 , 

29%的总方差是个体内方差。

对于 NA, 66%的总方差是个

体间方差, 34%的总方差是个

体内方差。 

结构效度： 

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情绪问卷是双因

子结构, PA 和 NA 分别是两个因子。 

7 Thompson, 
Bailen,  
et al., 2021 

与 Thompson, Liu 等

(2021)采用同一批数据。

平 均 问 卷 完 成 率 为

74.8%。 

通过混合模型得到 PA 的

Cronbach’s α为 0.65, NA 的

Cronbach’s α为 0.74。PA 和

NA 具有足够的个体内变异

性, PA 的 ICC 为 0.42, NA 的

ICC 为 0.43。 

效标效度： 

文章中报告了健康对照组、处于抑郁症缓解期组

和 MDD 患者组在 NA 和 PA 均值存在一些组间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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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文献 依从性 信度 效度 

8 Lamers  
et al., 2018 

平均每个被试完成了 56

次问卷测量中的 44 次 , 

平均完成率为 78.5%。 

未报告 1) 内容效度： 

条目的选择参考过去大量 EMA 研究和咨询了

睡眠、头痛和健康等相关领域的专家。 

2) 效标效度： 

文章中报告：与健康对照组相比, 具有 MDD

终身诊断的患者悲伤、焦虑情绪的均值更大。

9 Köhling  
et al., 2016 

所有参与者平均问卷完成

率为 94.8%。 

1) PA 的个体间信度 RKF 为

0.98, 个体内信度 RC为 0.81。

2) NA 的个体间信度 RKF 为

0.99, 个体内信度 RC为 0.80。

依据情绪环状模型和过去相关研究选择情绪

条目。 

10 Sheets & 
Armey, 
2020 

平均问卷完成率为 63%。 NA 的个体间信度为 0.97, 

个体内信度为 0.78。 

1) 从过去相关研究的量表中选择问卷条目。

2) 效标效度： 

文章中报告了健康对照组、处于抑郁症缓解期

组和 MDD 患者组在 NA 均值存在组间差异。

11 van Winkel 
et al., 2015 

基线阶段的 EMA 平均问

卷完成率为 85%, 追踪阶

段的 EMA 平均问卷完成

率为 81%。 

PA 的 Cronbach’s α 为 0.97, 

NA 的 Cronbach’s α为 0.95。

基线数据的主成分分析得

到的两个特征值大于 1 的

因子可以分别解释 81%的

情绪个体间方差和 46%的

情绪个体内方差。 

结构效度： 

基线数据的主成分分析得到了两个特征值大

于 1 的因子, 分别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潜因子。

12 Shin et al., 
2022 

EMA 数据集的平均问卷

完成率为 80%, 平均每人

填写 57 次问卷 , 标准差

为 13。 

未报告 1) 依据情绪环状模型选择涵盖不同效价和唤

醒程度的情绪条目。 

2) 效标效度： 

EMA 得到的 NA 和 PA 的网络密度都在人口学

特征和情绪均值、标准差之上显著预测个体的

诊断状态。 

13 Schricker et 
al., 2022 

平均问卷完成率为 91.1%, 

标 准 差 为 9.4, 范 围 为

48%到 100%。 

1) PA 的个体内信度为 0.60; 

个体间信度为 0.99。 

2) NA 的 个 体 内 信 度 为

0.69; 个体间信度为 0.98。

3) 所有 EMA 条目的 ICC

在 0.44 到 0.66 之间。 

1) 依据 PANAS 量表和从过去相关研究选择

情绪条目。 

2) 效标效度： 

文章中报告了 EMA 变量的组间差异。 

14 Khazanov 
et al., 2019 

平均问卷完成率为 72%, 

标准差为 12.7, 范围为

41%到 98%。 

1) 验证性因子模型得到的

各 PA 条目的个体内信度 ω

在 0.63 到 0.72 之间。 

2) 验证性因子模型得到的

各 NA 条目的个体内信度 ω

在 0.75 到 0.77 之间。 

1) 依据 PANAS 量表选择情绪条目。 

2) 结构效度： 

EMA 测得瞬时 PA 和 PANAS 测得的特质 PA

之间的相关性在 0.60 到 0.63 之间。EMA 测得

瞬时 NA 和 PANAS 测得的特质 NA 之间的相

关性在 0.60 到 0.61 之间。 

15 Crowe  
et al., 2019 

共收集到了 2548 份问卷, 

MDD 患者平均每人填写

33.1 份有效问卷, 健康对

照组平均每人填写 36.5份

有效问卷。 

1) 多水平探索性因素分析

得到的 PA 的个体间信度为

0.82, 个体内信度为 0.46。

2) 多水平探索性因素分析

得到的 NA 的个体间信度为

0.84, 个体内信度为 0.50。 

3) PA 的 ICC 为 0.62, NA 的

ICC 为 0.75。 

结构效度： 

多水平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个体内和

个体间层级都存在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双因

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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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文献 依从性 信度 效度 

16 Panaite  
et al., 2018 

未报告 DA 的 ICC 为 0.83。 1) 参考过去研究选择条目。 

2) 效标效度： 

文章中报告：相比于健康对照组, MDD 患者

EMA 测得的烦躁情绪均值更大。 

17 Tomko  
et al., 2015 

平均问卷完成率为 86%, 

平均每个参与者填写了

147.1 次问卷。 

MDD 患者组 NA 的 ICC 为

0.60, BPD 患者组 NA 的

ICC 为 0.66。 

选择 PANAS 量表中的条目作为 EMA 施测条

目。 

18 Wigman  

et al., 2015 
未报告 未报告 效标效度： 

正文中表 2 报告了 MDD 组、精神病性障碍组

和健康对照组在 5 种 EMA 测得的心理状态之

间的组间差异。 

报告 

比率 

 15/18 13/18 18/18 

注：本综述对纳入的 18 篇文献是否在正文中报告 EMA 测量的依从性、信度和效度, 以及这三大方面的具体表现进行了初

步判断。缩写词：AD=Anxiety Disorder, BPD =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CES-D =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DA = Dysphoric Affect, EMA = 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 ICC =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MASQ = Anhedonic Depression Subscale of the Mood and Anxiety Symptom Questionnaire, MDD =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NA = Negative Affect, PA = Positive Affect, PANAS =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hedule。 

 


